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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模式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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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大社会难题，解决农民工的

社会融入问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文章根据闻潮社区和格畈社

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情况，从农民工的两种居住模式：集中居住和分散居住来分析研究其对农

民工社会融入的四个层面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居住模式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显

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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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

居民。”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已经成为农民工发展

的一种趋势。 农民工外出就业不再是一种简单的

劳动力转移，而是一种社会发展权的确认。 而对

于农民工来说，其最基本的发展权利在于两点：安
居和乐业，即要解决其居住问题和就业问题。 国

内学者的研究指出，我国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大致

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村落型”聚居，即集中

租住在城市边缘并形成聚居区；第二种是集中居

住在单位宿舍或工棚；第三种是散居于城市家庭

中或所租住房中。［１］ 按照农民工的居住人口数量

来说，最多的是集中租住在城市边缘并形成聚居

区，最少的是散居在城市家庭或所租住房中。 总

体来说，可以将农民工的居住模式概括为集中居

住模式和分散居住模式。
本文从农民工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出发，运用

相关性等实证方法来测度农民工居住模式对其社

会融入的影响，以得出农民工居住模式与社会融

入的关系，提出更加有利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

策发展方向。

一、研究设计
（一）资料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３ 年课题“杭州市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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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人员融入城市问题”。 在本次课题中，共发

放问卷 ２０００ 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１９７８ 份，问卷

有效率为 ９８．９５％。 问卷主体设计由五部分组成，
包括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情况、
就业培训与子女教育等情况、住房和社会交往等

情况、其他方面。
文章以闻潮社区和格畈社区两个典型的农民

工居住社区作为调研地点。 闻潮社区位于经济技

术开发区，经济发达且社会综合管理较为先进，外
来务工人员集聚程度高。 闻潮社区是以年轻外来

务工人员为主要群体的新型社区，其新雁公寓是

目前浙江省规模最大的廉租公寓，外来务工人员

集中居住；同时为外来务工人员打造的社区服务

比较完善。 而格畈社区位于杭州九堡镇，是一个

撤村建居的社区，其社区内的人员组合较为多样，
当地居民形成了大量的出租房，相对低廉的房租

同样吸引了大量“居家型”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

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外来务工人员的集聚区。 两

个社区相比较而言，农民工在闻潮社区以集中居

住为主，在格畈社区以分散居住为主。
表 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聚居模式 散居模式 聚居模式 散居模式

变量名称 类别 百分比 百分比 变量名称 类别 百分比 百分比

性别

年龄

男

女

１６～３０ 岁

３１～４５ 岁

４６～６０ 岁

６１～７８ 岁

４８．０

５２．０

８６．９

１０．５

２．６

０

５５．１

４４．９

４９．５

４２．３

７．７

０．５

学历

婚姻状况

小学及以下 ０．０７ ５．４

初中 １５．６ ４１．４

高中、中专 ６０．８ ２９．３

大专、高职 １３．９ １８

本科及以上 ９．０ ５．９

未婚 ７５．６ ２８．１

户籍
浙江省内 １７．４ ２２．８

浙江省外 ８２．６ ７７．２
婚姻状况

已婚（包括再婚和 ２４ ７０．７

离婚 ０．０４ １．２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从表 １ 可以发现：在性别方面，两个社区的男

女比例差别不大。 在年龄方面，聚居模式区的农

民工以 １６～ ３０ 岁为主，呈现年轻化趋势；而散居

模式区这一年龄分布比例仅为 ４９．５％。 在户籍方

面，两个社区的区别不大，农民工都以浙江省外为

主。 在学历方面，集中聚居模式区的农民工主要

集中在高中、中专，散居模式区的农民工主要集中

在初中学历。 在婚姻状况方面，聚居模式区的农

民工的未婚比例较大，为 ７５．６％；散居模式区的农

民工已婚的比例较大，为 ７０．７％。
（三）关于社会融入的文献综述

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层面，国内外学者有

较多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移民融入的角度对

融入做了维度的研究，其中，戈登（１９６４）提出了

结构性和文化性 “二维度” 模型［２］，杨格、塔斯

（２００１）等人提出了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

入和政治—合法性融入“三维度”模型［３］，恩泽格

尔（２００３）提出了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

融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四维

度”模型。［４］

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可以分为经济层面、社会

层面、心理层面。 田凯（１９９５）则认为这三个层面

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

础；社会层面的适应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
映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反映参

与城市生活的深度。［５］ 而陈世伟（２００８）在这三个

层面的基础上，细化了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

要指标，他认为，衡量社会层面适应的主要指标有

闲暇时间的安排与社会交往；衡量心理层面适应

的主要指标可以量化为农民工与本地人是否平

等、与城市关系的认知及自我定位。［６］ 张文宏、雷
开春（２００８）认为社会融入程度可以分为心理、身
份、文化、经济等四个层面［７］。 杨菊华（２００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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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融入的指标主要是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
为适应、身份认同。 王佃利等人（２０１１）借鉴德国

学者恩泽格尔的移民分析的四维度模型，将农民

工融入分为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制度层

面融入、心理层面融入 ４ 个维度。［８］

结合杭州实际，本文采取了王佃利等人提出

的四个维度，即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制
度层面融入、心理层面融入来研究农民工居住模

式对其社会融入所产生的影响。

二、居住模式对农民工经济层面社会

融入的影响
农民工的经济融入是其在城市立足、融入城

市的初始阶段和物质保障。 根据王佃利的研究，
经济层面的融入包括农民工的收入融入和支出融

入两类，主要指标有职业融合、经济收入、居住条

件等。 因此，本文借鉴他的指标分类，将经济层面

融入主要分为收入水平、居住条件、对工作环境安

全性的满意度这几个指标。 其中，收入水平分为

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高收入水平，低收入

水平主要是 １ ４７０ 元及以下，中等收入水平主要

是 １ ４７１ ～ ５ ３１３ 元，高收入水平是 ５ ３１４ 元及以

上；对工作环境安全性的满意度分为五个等级

（很满意＝ ５，很不满意＝ １）；居住条件主要分为单

位提供宿舍，自己租房，自己购房，与亲友、同乡等

拼租这四个次级指标。
（一）收入水平

聚居区农民工与散居区农民工在收入水平上

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４６＜０．０５，拒绝原假设）。
具体表现为：聚居区农民工高收入者的比重为

４ ２％，散居区的这一比例为 ７．８％；聚居区农民工

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的是 ９４． ５％，散居区的则为

８９．９％。
（二）对工作环境安全性的满意度

在对工作环境安全性的满意度上，聚居农民

工与散居区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００）。
有 ５３．４％的聚居区农民工表示对工作环境安全性

“满意”，而在散居区只有 ４０． ２％的农民工表示

“满意”。 即表明聚居区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安全

性的满意度要高于散居区农民工，这可能与农民

工公寓化集中居住存在较大关系。

（三）居住条件

在聚居社区中，有 ９６％的农民工住的是单位

提供宿舍，２．７％自己租房，自己购房的仅为 ０．６％，
０．２％的务工人员是与亲友、同乡等拼租的。 在散

居社区中，６７． ６％的外来务工人员是自己租房，
１８ １％的住的是单位提供宿舍，６．７％的群体是自

己购房，拼租的占 ４．７％。 聚居区农民工与散居区

农民工在居住房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 Ｓｉｇ． ＝
０ ０００）。

在居住模式对农民工经济层面融入的影响方

面，就工作环境满意度和居住条件指标来看，集中

居住模式下的农民工比分散居住模式下的农民工

社会融入情况好。 从收入水平来说，分散居住模

式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比集中居住模式下的

农民工要好。

三、居住模式对农民工社会层面社会

融入的影响
学者王佃利认为，社会融入表现为新生代农

民工习得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获得城市社会支持网

络。 本文遵循社会融入理论，同时借鉴他的指标，
将社会融入层面细化为工作时间、休息时间、获取

就业信息渠道、维权方式、参加社会组织情况五个

指标。 其中，工作时间主要分为 ８ 小时以下、９ ～
１２ 小时、１２ 小时以上、工作时间不固定；休息时间

分为每周休息 １ 天、每周休息 ２ 天、每半月休息 １
天、除了生病没有休息；获取就业信息渠道主要分

为非正式信息渠道和正式信息渠道；维权方式主

要分为亲缘、业缘等非正式渠道、社会组织、政府

机构；参加社会组织主要分为参与、不参与。
（一）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

聚居社区与散居社区的农民工在工作时间上

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聚居社区里，
２０ ８％的农民工表示“在 ８ 小时及以下”，６７．７％
的表示“在 ９ ～ １２ 小时”，７．２％的表示在“１２ 小时

以上”，５．２％的表示“工作时间不固定”；在散居社

区里，１４．３％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在 ８ 小时及以

下”，６７％的表示“在 ９ ～ １２ 小时”，１５．５％的表示

“１２ 小时以上”，３．２％的表示“时间不固定”。 通

过相关性分析表明，虽然两者存在差异，但并不显

著（Ｓｉｇ． ＝ ０．０８６＞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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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息时间上，聚居区农民工与散居区农民

工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００）。 具体地说，在休

息时间方面，在聚居式社区中，农民工所占比例由

高到低依次是“每周休息 １ 天” （５５．９％）、“每周

休息 ２ 天”（２７．９％）、“每半月休息 １ 天”（１０％）、
“除了生病没有休息” （６． ２％），“每半月休息 １
天” 和 “除了生病，没有休息” 的比例总和为

１６ ２％。 在散居社区中，外来务工人员表示平均每

日的休息时间所占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每周休

息 １ 天” （５５．３％）、“每半月休息 １ 天” （２３ ７％）、
“每周休息 ２ 天”（１４．４％）、“除了生病，没有休息”
（６．６％），“每半月休息 １ 天”和“除了生病，没有休

息”的比例合计为 ３０．３％。 这说明，聚居区农民工

拥有的休息时间长于散居区农民工。
（二）社会支持网络

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来自亲

友、同乡和同事，是以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等构成

的社会支持。 聚居区农民工和散居区农民工在获

得打工信息帮助最大的渠道上存在显著差异

（Ｓｉｇ． ＝ ０．０００）。 聚居区农民工认为非正式信息渠

道对其帮助最大的比例为 ５３％，散居区农民工认

为非正式信息渠道对其帮助最大的比例为

６２ １％。 聚居区农民工认为正式信息渠道对其帮

助最大的比例为 ４７％，散居区农民工认为正式信

息渠道对其帮助最大的比例为 ３７．９％。 从中可以

看出，散居区农民工比聚居区农民工更加依赖非正

式信息渠道，他们在城市就业主要依靠有亲缘和地

缘关系的家乡人帮助，亲情关系仍然是他们在城市

立足的主要社会关系基础。 这说明聚居模式区农

民工在这一指标层面的社会融入比散居的好。
在寻求权利维护作用最大的合法化渠道上，

聚居农民和散居区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 （Ｓｉｇ． ＝
０．０１０）聚居区农民工认为亲人、好友、同事等地

缘、业缘、亲缘对其维权作用最大的比例为 ３２％，
散居区农民工认为这些地缘、业缘、亲缘对其维权

作用最大的比例为 ４３％。 ３４．９％的聚居区农民工

认为社会组织对其维权作用最大，２４ ９％的散居

区农民工认为社会组织对其维权作用最大。
３２ ５％的聚居区农民工认为政府机构对其维权作

用最大，３０．８％的散居区农民工认为政府机构对

其维权作用最大。 这些可以说明散居区农民工比

聚居区农民工更加相信地缘、业缘、亲缘的作用。
通过以上数据和指标可以得出，聚居区农民工的

社会融入情况好于散居区农民工。
（三）参加工会等组织

在参加工会等组织上，聚居区农民工和散居

区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００＜０．０５，拒绝

原假设）。 ５０．９％的聚居区农民工表示没有参加

工会等组织，７７．６％的散居区农民工表示没有参

加工会等组织。 ４９．１％的聚居区农民工表示参加

了工会等组织，２２．４％的散居区农民工表示没有

参加工会等组织。 这说明聚居区农民工的参与情

况较散居区农民工好。 故聚居区农民工的社会融

入要好于散居区农民工。
在居住模式对农民工社会层面融入的影响方

面，从休息时间、社会支持网络、参加工会等指标

来看，集中居住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比分散居

住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好。

四、居住区模式对农民工制度层面融

入的影响
根据王佃利的研究，制度融入表现为新生代

农民工获得城市社会管理、享有城市社会公共服

务、参与城市政治，其测量二级指标有获得城市户

籍、参与城市社会保障、在城市行使选举权。［８］ 本

文结合社区实际情况，采取社会保障、是否愿意获

得城市户籍两个指标。 其中，社会保障分为有无

参与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分为“有
书面合同”“没有书面合同，但有口头约定”“没有

书面和口头合同”。
（一）社会保障

在工资包含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内容方面，聚
居区农民工和散居区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００）。 ９．８％的聚居区农民工没有任何保险和

福利，２８％的散居区农民工没有任何保险和福利。
１４．７％的聚居区农民工只包含 １ 个社会保险和福

利，１９．３％的散居区农民工只包含 １ 个社会保险

和福利。 ７５．５％的聚居区农民工包含 ２ 个及以上

的社会保险和福利，５２．７％的散居区农民工包含 ２
个及以上的社会保险和福利。 所以说，聚居区农

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好于散居区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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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上，聚居区农民工和

散居区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 （Ｓｉｇ． ＝ ０．０００）具体

地说，聚居区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格畈

社区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签订率。 ９３．７％的聚居区

农民工表示“有书面合同”，２．７％表示“没书面合

同，但有口头约定”。 ６８％的散居区农民工表示

“有书面合同”，１５．８％表示“没有书面合同，但有

口头约定。”
（二）是否愿意获得城市户籍

在获得城市户籍愿意上，５６．３％的聚居区农

民工愿意获得城市户籍，５５．６％的散居区农民工

愿意获得城市户籍。 两个社区不愿意获得城市户

籍的比例都为 ２６％。 １７． ７％的聚居区农民工和

１８ ３％的散居区农民工表示说不清。 聚居区农民

工和散居区农民工在是否愿意获得城市户籍问题

上不存在显著性（Ｓｉｇ． ＝０．７１６＞０．０５，接受原假设）。
在居住模式对农民工制度层面融入的影响方

面，从社会保障和劳动合同的签订指标来看，集中

居住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比分散居住的农民工

社会融入情况好。

五、居住区类型对农民工心理层面融

入的影响
王佃利认为，心理融入进城表现为融入城市

文化、具有较满意的感情生活、较高的城市认同

感，并获得心理舒适的城市生活，其测评指标有与

异性交往方便度、留城意愿、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对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态度、市民行为规范习得

和城市文化的感知等。 因此，本文采取的指标主

要有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留城意愿、对城市的生活

信心这三方面。 其中，自我身份的认同分为认同

和不认同；留城意愿分为留、不留、没考虑过；对城

市的生活信心主要从对当前生活和对未来的憧憬

两个指标展开。
（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在自我身份的认同上，聚居区农民工和散居

区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０１＜０．０５，拒绝

原假设）。 聚居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比例

为 １２．７％，散居区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 １８ １％。
聚居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不认同的比例为

８７ ３％，散居区农民工该比例为 ８１．９％。 由此看

出，散居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要略高于

聚居区农民工，散居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要比聚

居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好。
（二）留城意愿

在留城意愿上，聚居区农民工和散居区农民

工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００）。 具体地说，在自

己就业的近期计划上，６９．５％的聚居区农民工表

示留在杭州，５９．６％的散居区农民工表示留在杭

州。 １４．６％的聚居区农民工表示不留杭州，９．６％
的散居区农民工表示不留杭州。 １５．８％的聚居区

农民工表示没考虑过，３０．８％的散居区农民工表

示没考虑过。 可以发现，聚居区农民工不留杭州

的比例较大，这说明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对杭州

的归宿感不是很强，这个比例正好和对自我身份

“杭州人”认同的比例相一致。 但从留城意愿这

个指标来说，聚居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要高

于散居区农民工。
（三）对城市的生活信心指数

从外来务工人员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度和对未

来生活憧憬度来看， 这实际上是反映农民工对杭

州市的生活信心指数。
在对当下生活的满意度方面，聚居区农民工

和散居区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１３）。 即

在现在与五年前相比的生活状态，８０．４％的聚居

区农民工表示“比以前好”，３．２％的人员表示“比
以前差”。 在散居社区中，７６．４％的人表示“比以

前好”，６．０％的表示“比以前差”。 这说明聚居区

农民工的满意度稍高于散居区农民工。 这是因为

聚居区农民工的相对生活压力小，家庭负担稍轻，
其态度更为积极。 所以说，从这个指标上看，聚居

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情况比散居区农民工好。
在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中，聚居区农民工和散

居区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Ｓｉｇ． ＝ ０．００２）。 具体地

说，对于未来与现在的比较，在农民工集聚社区

中，７８．７％的人认为未来会变得“更加美好”，５ ９％
的人认为未来会变得“更差”；对于散居社区的农民

工来说，７４．３％的人认为未来会变得“更加美好”，
６ ３％的人认为未来会变得“更差”。 通过比较得

出，聚居区农民工的憧憬比散居区农民工的好。
在居住模式对农民工心理层面融入的影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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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从留城意愿、对城市的生活信心指标来说，集
中居住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比分散居住的农民

工社会融入情况好；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个指

标来说，分散居住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比集中

居住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好。

六、讨论与总结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说，集中居住

模式下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情况要比分散居住模

式下的农民工的好，即集中居住模式下的农民工

的社会融入度比分散居住模式下的农民工的高。
但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散居模式更加有利于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这可能跟本研究所选取的样

本和样本地点有关，闻潮社区虽然以年轻的外来

务工人员居住为多，但是社区工作和各个组织为

其提供了良好的住宅环境，为其融入奠定了较好

的基础。 此外，在实际生活中，居住模式对于农民

工的社会融入的影响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例
如：城市经济发展程度、本地居民的排外意识、城
市外来人口的比重、农民工的自身特征等等，因
此，有关于居住模式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之间的

关系研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最后，在本文中，集中居住模式下的农民工社

会融入度较高，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要充分

关注农民工的集中居住所导致的现象，关注他们

的精神需求和交往需求等，尽力增加农民工与本

地居民的交往机会，使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融入城

市主流社会生活之中。 同时，从农民工的群体出

发，针对农民工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在
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各种社保制度、
子女的教育制度、提高人力资本，实现农民工的渐

进式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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